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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患者的情绪调节方式和抑郁相关因素分析*

田 亮1 叶祥明1，2 李厥宝1 周 亮1 程瑞动1 闻万顺1 朱根应1

摘要

目的：研究脑卒中患者的情绪调节方式及脑卒中后抑郁症状的主要相关因素。

方法：选取住院脑卒中恢复期患者155例，采取集体实施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有效问卷124例。用抑郁自评量表来

评估卒中后抑郁症状，用Gross情绪调节问卷（ERQ，包括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个分量表）来评估卒中患者认知重

评和表达抑制的使用情况；用沉思量表（RRS）来测量卒中患者沉思策略的使用情况；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计算抑

郁量表分和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并用 logistic回归分析对卒中患者抑郁症状的主要相关因素进

行分析。

结果：41例脑卒中患者有抑郁症状。抑郁量表总分与ERQ的认知重评得分呈负相关（r=-0.23,P=0.01），与ERQ的表

达抑制得分无相关（r=0.02,P=0.05），与 RRS 总分呈正相关（r=0.60,P=0.00）。回归分析表明，照料者为家属（OR=

0.54，P=0.034）、认知重评分量表得分高（OR=0.36，P=0.005）和NIHSS得分低（OR=1.21，P=0.002）的已婚脑卒中患

者 SDS 总分较低，而年龄较大（OR=1.04，P=0.019）、照料者为护工（OR=1.18，P=0.042）、离异/丧偶（OR=1.22，P=

0.034）和RRS总分较高（OR=1.53，P=0.001）的脑卒中患者SDS总分较高。

结论：年龄较大、照料者为护工、离异/丧偶、越多使用沉思策略和越少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脑卒中患者，发生抑郁的

风险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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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way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the related factors of depressive symptom in post-

stroke patients.

Method: Totally 124 cases from 155 post-stroke patients in recovery period were surveyed by collective imple-

mentation questionnaire. Depressive disorder was assessed with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Cognition reap-

praisal and expressive suppression were assessed with Gross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ERQ). Rumination

was assessed with the ruminative response scale (RRS).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calculate corre-

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depression scale score and different emotion regulation score; and Logistic analysis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depressive disorder-related factors in post-stroke patients.

Result: Forty-one post-stroke patients were screened out as suffering from depressive disorder. The SDS score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RQ cognitive reappraisal subscale scores(r=-0.23,P=0.01) and not correlat-

ed with the ERQ expressive suppression subscale score(r=0.02,P=0.05),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RS to-

tal scores(r=0.60,P=0.00). Logistic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ose who were married (OR=0.47,P=0.008), cared by

family member(OR=0.54,P=0.034), higher cognitive reappraisal subscale scores(OR=0.36,P=0.005）, and lower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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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患者由于躯体功能障碍、卒中后并发症

以及病后社会关系中的角色改变等原因，容易产生

抑郁、焦虑、绝望等一系列严重的心理问题，给脑卒

中患者功能障碍的恢复和生存质量带来明显的负面

影响，在这些心理问题中尤其以抑郁障碍多见 [1]。

抑郁严重损害了脑卒中患者的生理、认知和社会功

能，增加了卒中患者的死亡风险，并对其亲属和社会

造成了严重的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2]，因此，探究脑

卒中后抑郁的形成机制进而开发更有效的干预方

法，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情绪调节是指个体对情绪发生、体验与表达施

加影响的过程[3]。抑郁作为一种情绪障碍，通常被认

为是由情绪调节困难的造成的，即个体不能充分有

效地管理自己对日常事件或疾病的情绪反应，这导

致他们较他人出现更多苦恼、进而发展为抑郁症[4]。

情绪调节策略主要有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方

式。认知重评是一种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它是指

从认知上改变对情绪诱发情境或事件的理解，从而

改变情绪体验，如采用良性的积极的视角来应对压

力情境，从而减轻痛苦；另一方面，表达抑制是一种

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它是针对当前或即将发生

的情绪表达行为的抑制，该策略与更多的负面情绪

（如抑郁、焦虑）有关[5]。沉思也是一种非适应性情

绪调节策略，它是指个体在遇到抑郁情绪时，聚焦于

抑郁情绪，只关注自我产生情绪的原因和各种可能

的不良后果，其在抑郁症状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6]。目前国内还没有研究探讨脑卒

中患者的不同情绪调节方式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关

系。因此，本研究将考察脑卒中患者情绪调节方式

和抑郁症状的关系并寻找抑郁的相关因素，以便为

卒中后抑郁的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12年3月—2015年3月我科住院的脑卒

中恢复期患者155例，统一发放并收回问卷，主要采

用集体施测的方式，少数被试患者由于阅读能力不

佳可采用个别测试由他人代为阅读自己作答的方式

进行。入选标准：所有患者经头颅CT或MRI检查

证实为脑卒中患者，且符合1995年全国第四届脑血

管病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7]，均存在肢体运动功能

障碍，病程在1—6个月，且为首次发病。排除标准：

在脑卒中发病前有精神疾患和抑郁病史者；脑卒中

后意识不清，有严重失语或理解表达障碍者，认知功

能障碍者；合并严重心肺疾病或其他严重躯体疾病

不能配合患者；拒绝调查者。

1.2 方法

1.2.1 卒中后抑郁的诊断标准[8]：定性诊断根据《中

国精神障碍分类和诊断标准》CCMD-3中抑郁症的

诊断标准。

1.2.2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 [9]（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该量表含有 20个项目，分为 4级评分，

包含:①精神病性情感症状（2个项目）；②躯体性障

碍（8个项目）；③精神运动性障碍（2个项目）；④抑

郁的心理障碍（8个项目）。SDS总粗分的正常上限

为41分，分值越低状态越好。标准分为总粗分乘以

1.25后所得的整数部分。我国以SDS标准分≥50定

义为有抑郁症状。此量表极为简单，由 20 道题组

成，是自己根据自己一个星期之内的感觉来回答

的。20个题目之中，分别反映出抑郁心情、身体症

状、精神运动行为及心理方面的症状体验，因为是自

我评价，不要别人参加评价，也不用别人提醒。如果

是文盲，可以由别人代念题目，不由别人代答，由自

己判定轻重程度。

HSS scores (OR=1.21,P=0.002) scored lower in SDS. Those who were divorced/widowed（OR=1.22，P=0.034）,

had older age (OR=1.04, P=0.019) and higher RRS scores (OR=1.53,P=0.001) and cared by Patient Carer

(OR=1.18,P=0.042) scored higher in SDS.

Conclusion: Those who are divorced/widowed，older age, cared by patient Carer, more frequently using rumina-

tion, and less frequently using cognitive reappraisal may be more suffered from depression.

Author's address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Zhejiang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Hangzhou,310014

Key word post-stroke depression; emotion regulation; relate factors;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emotion regu-

lation questionnaire; ruminative response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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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Gross 情绪调节问卷 [10]（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ERQ），评估受试者“认知重评”和“表

达抑制”这两种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情况。该问卷

分成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个分量表，共 10 道题

目，采用 1—7七点计分方式，认知重评分量表得分

越高，表明越常采用认知重评这种情绪调节策略；表

达抑制分量表得分越高，表明越常采用表达抑制这

种调节策略。

1.2.4 Nolen-Hoeksema沉思反应量表[11](ruminative-

response scale，RRS)：评估受试者“沉思”这种情绪

调节策略的使用情况，共 22道题目，采用1—4四点

计分方式，例如“思考自己有多么孤独”，总分越高，

表明被试在抑郁情绪时更多地自我关注、产生更多

的沉思性行为。

1.2.5 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定：采用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脑卒中量表（NIHSS）[12]，包含11项，分别为意

识程度、回答问题的能力、遵从指令的能力、眼球运

动、视野、面部肌肉肌力、上肢运动功能、下肢运动功

能、肢体协调程度、感觉功能、语言功能、构音情况、

感觉忽视。各个项目计分以3—5个等级，评分范围

为0—42分，分数越高表示神经受损越严重：0—1分

表示正常或趋近于正常，1—4分表示轻微脑卒中，

5—15分表示中度脑卒中，16—20分表示中重度脑

卒中，20分以上为重度脑卒中。

1.3 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18.0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采用例

数表示，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Pear-

son相关分析计算抑郁量表分和不同情绪调节策略

（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和沉思）得分之间的相关系

数。以“有/无抑郁症状”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婚

姻状况、照料者、神经功能缺失得分和情绪调节策略

为自变量，通过 logistic回归分析社会人口学变量、

情绪调节策略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以P<0.05为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共发放调查问卷 155份，共收回问卷 135份，剔

除无效问卷11份，获得有效问卷124份。年龄65.4±

8.2岁；男80例，女44例；亲属照料69例；护工照料

55例；已婚 104例，离异/丧偶 14例；NIHSS 14.2±

6.3。本研究纳入的研究对象属于中重度脑卒中患

者。124例脑卒中患者中有抑郁症状的患者 41例，

占总人数的比例为 33.1%，受试者抑郁量表得分和

情绪调节量表得分见表1。

对患病的 41例卒中患者的SDS总分与影响因

素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卒中患者的SDS总分分别与

ERQ 的认知重评量表得分呈负相关（r=- 0.33,P=

0.01）,与RRS总分呈正相关（r=0.60,P=0.00）；与NI-

HSS得分呈正相关（r=0.21,P=0.01），与ERQ的表达

抑制分量表得分无相关（r=0.02,P=0.05）。

根据有无抑郁，把受试者分为两组，分别为抑郁

组和非抑郁组，两组受试者除“表达抑制”外，其余指

标两组差异均具有显著性意义,见表2。

以卒中患者是否有抑郁症状（0 表示无抑郁症

状，1表示有抑郁症状）为二分因变量，将NIHSS评

分、认知重评、沉思、年龄、性别、照料者和婚姻状况

共 7个变量作为自变量，依次逐步纳入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整体检验表明方程具有显著性意义

（F=210.97,P<0.001）,该模型对抑郁症状总变异的解

释量为52.7%。

性别、年龄、照料者、婚姻状况、沉思、认知重评

和NIHSS分进入回归方程。经过 logistic回归分析，

照料者为家属（OR=0.54，P=0.034）、认知重评分量

表 得 分 高（OR=0.36，P=0.005）和 NIHSS 得 分 低

（OR=1.21，P=0.002）的已婚脑卒中患者SDS总分较

表1 受试者各量表评分情况 （x±s，n=124）
测试项目

SDS量表
认知重评
表达抑制
沉思量表

得分

46.7±6.4
23.1±3.2
18.3±4.5
38.4±7.4

表2 抑郁组和非抑郁组患者人口学和量表评分

SDS评分
年龄

性别(男性占比%)
婚姻状况（已婚占比%)

照料者（家属照料占比%)
NIHSS评分
认知重评
表达抑制

沉思
与抑郁组比较①P<0.05

抑郁组（n=41）

58.4±3.7
70.4±5.4

68.6
84.3
40.1

21.5±4.5
15.4±6.7
19.7±3.8
56.6±4.9

非抑郁组（n=83）

39.3±5.7①

59.6±5.3①

73.7①

90.4①

55.6①

11.3±3.7①

27.8±6.2①

18.2±4.9
23.9±6.5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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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而年龄较大（OR=1.04，P=0.019）、照料者为护工

（OR=1.18，P=0.042）、离 异/丧 偶（OR=1.22，P=

0.034）和RRS总分较高（OR=1.53，P=0.001）的脑卒

中患者SDS总分较高，见表3。

表3 卒中患者抑郁症状相关因素的 logistic回归分析

变量值

沉思
NIHSS

认知重评
性别
年龄

照料者
家属
护工

婚姻状况
已婚

离异/丧偶
注：变量排列以其Wald值大小排列。性别变量中“男性”赋值为0，“女性”赋值为1，以“女性”为参照。照料者变量中“家属”赋值为0，“护工”赋
值为1；“婚姻状况”变量中已婚赋值为0，“离异/丧偶”赋值为1。

B

0.14
-0.24
-0.15
-0.79
0.03

-
-0.76
0.01

-
-0.77
0.03

SE

0.02
0.30
0.03
0.50
0.02

-
0.04
0.02

-
0.05
0.04

Wald

34.56
21.34
7.78
6.74
4.98
3.76
4.23
3.46
3.67
3.44
2.77

OR

1.53
1.21
0.36
0.79
1.04

-
0.54
1.18

-
0.47
1.22

P

0.001
0.002
0.005
0.057
0.019
0.006
0.034
0.042
0.024
0.008
0.034

95% CI

0.26—0.51
0.02—0.29
0.06—0.87
0.07—0.78
1.01—1.07

0.03—0.45
0.01—0.37

0.17—0.68
0.48—0.86

3 讨论

脑卒中后抑郁( post-stroke depression,PSD) 是

指脑卒中后出现的情感障碍，以持续情感低落、兴趣

减退、快感缺失等抑郁心境为主要临床表现，也是脑

卒中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13]，在不同的研究中因采

用不同的评定方法、诊断标准，或者评估时间不同，

其患病率报道也不同，多数报道 PSD 的患病率为

30%—50%[14]，本研究中患病率为 33.1%，基本与多

数报道一致。有关PSD的病因学机制学说众多，多

数认为是在脑卒中基础上的、多因素介导的神经生

物学机制和社会心理机制共同参与的结果[15]，尽管

神经生物学机制受到广泛关注，提出了如“病灶决定

论”、“神经递质假说”、“细胞因子假说”“遗传易感假

说”，但终究未达成定论；其社会心理机制同样也受

到推崇，本研究主要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出发，研究卒

中后抑郁的可能机制。

本研究通过对124例脑卒中患者的社会学资料

的调查、抑郁状态和情绪调节策略的运用调查，发现

对待疾病采取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即认知重评运用

较多,卒中后发生抑郁的风险较小；而对待疾病采取

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即沉思运用较多的（RRS总

分较高）脑卒中患者，卒中后发生抑郁的风险较大。

这支持了抑郁的情绪调节受损模型，说明在脑卒中

患者中，情绪调节策略与抑郁症状的发生明显相关，

认知重评属于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当个体更多地

采用这一策略时，即表明个体能够从积极的方面看

待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少

负面情绪，增强正性情绪。同理，沉思属于负性情绪

调节策略，当个体更多地采用这一策略时，即表明个

体只关注自己缺陷和卒中给自己带来的困境，整日

沉浸在负性情绪体验中，不会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

如此必然会带来抑郁。有趣的是，作为负性情绪表

达方式的表达抑制，本研究中并没有发现其在卒中

后抑郁的发生上发挥作用，抑郁组和非抑郁组未显

示出差异（t=1.35,P=0.17），患病的 41例卒中患者的

SDS总分与ERQ的表达抑制分量表得分无相关（r=

0.02,P=0.05），而国外研究均明确认为表达抑制是导

致抑郁的重要因素[16]，究其缘由，可能主要是由于东

西方文化差异所致，也可能是表达抑制策略仅仅发

生在情绪产生之后，通过抑制降低情绪反应，但对负

性情绪的内心体验并不能起到降低或者减缓作用，

具体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发现NIHSS评分与SDS评分成正相关，

这与大多数研究结果一致，即卒中后神经功能缺损

重的患者更容易罹患抑郁[17]，但也有研究认为，二者

无直接相关，抑郁症状的出现与躯体障碍关系不大，

二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响 [18]。Dafer 等 [19]对

PSD的治疗发现卒中后抑郁症状因神经功能恢复而

改善，这也说明神经功能缺损与 PSD 患病程度相

关，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实际上，卒中后躯体功能

障碍和PSD是卒中后两大后遗表现，存在抑郁症状

的卒中患者治疗依从性差，从而影响躯体症状的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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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反之，躯体功能障碍迁延不愈影响抑郁情绪的改

善，二者互相影响，互为因果。

有研究提示卒中后抑郁可能存在易感因素，其

被解释为脑卒中事件触发了易感个体发生抑郁症，

功能残疾、生活事件、社会支持不足等因素作为应激

因素促发卒中后抑郁[19]。本研究中，婚姻状况、照料

者因素可被解释为生活事件或社会支持状况，离异/

丧偶、照料者为护工的患者更容易并发抑郁一定程度

上支持了应激因素促发卒中后抑郁的发生的观点。

综上所述，从社会心理角度看，卒中后抑郁的发

生与卒中患者所采取的情绪调节策略有很大关联，

认知重评作为一种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有利于减

少负面情绪，增强正性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

抑郁的发生，相反，沉思策略，属于负性情绪调节策

略，容易导致抑郁。因此，在康复治疗过程中，应多

引导患者在遇到情绪问题时积极采用认知重评策

略，换一个角度或者换种方式看待目前面临的康复

问题；引导患者多与医务人员、家属及其他患者交流

沟通。和沉思反应方式相对应的是分心反应，即引

导患者把注意投入到乐观或中性的行为上，如外出

用餐、偏瘫体操、派对或完成工作项目等活动上。神

经功能缺损和一些社会因素如性别、婚姻状况和照

料者等，在卒中后抑郁的发生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如有报道认为认知功

能对抑郁也存在一定程度影响，本研究未对纳入受

试者进行认知功能评估。社会学因素还包括经济收

入、教育程度和医疗费用来源等未进行详细调查，有

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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